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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父亲潘白坚（又名潘敏，Ming 

Pan），1900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幼年在

湘乡和长沙求学。他在1921年考进北平清

华学校，1923年毕业时考取公费留美，与

孙立人、齐学启、谢婉莹、吴文藻、梁实

秋等同学同船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西

根大学、威廉玛丽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

获威廉玛丽学院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

硕士学位。回国前曾赴英、法、德等国，

实地考察市政管理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他曾在南京首都

警察厅任教官和分局长，在湖南省政府任

英文秘书，在江西九江任县长。在他任九

江县长期间，曾经因为认真禁烟（鸦片）

和大力改善九江码头的货运秩序，而使九

与父母一起生活的短暂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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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成为模范县。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冬，父亲收

到清华和留美同学孙立人将军来信，邀他

去贵州都匀协助训练财政部缉私总队。得

知那是一支准备用于抗日的陆军部队，清

华和留美同学齐学启将军也在缉私总队任

职，父亲迅即低价卖掉在云南安宁县温泉

镇自建的住房，前去贵州都匀，在孙将军

麾下的缉私总队任职。

1942年春，孙立人将军在贵州都匀训

练的陆军部队，改编为新38师，参加中国

远征军，开赴缅甸阻击日军。父亲由缉

私总队政训处长，改任新38师军法处长。

1944年，以中国驻印远征军（Chinese 

Army In India）为主力的中美联军，光复

缅北重镇密支那，屡建奇功的孙立人将军

升任新一军军长。父亲也晋升少将，任新

一军政治部主任和军法处长。不久奉调前

往重庆，去军委会外事局交际处任副处

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二）

我在1938年初开始记事儿。那时父母

带着我和妹妹（宁宁和胜因）住在云南安

宁县温泉镇。那里气候温润，环境宜人，

山边洋溢着马尾松的香气，还有著名的碧

玉温泉。宁宁和胜因生于1936和1938年，

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她们的名字反映出

父母当时对国事的担忧，和对抗战胜利的



清华校友通讯138

怀念师友

期望。

当时温泉镇没有报纸，没有书店，也

没有幼儿园。家里一本厚重的英文字典，

其中有许多精致的插图，就成了我最初的

启蒙教材。父母的耐心解释，更使我终生

难忘。可能是因为我在幼年时期，就接触

到印刷精美的图书，还有幸听到父母亲细

心的讲解，使我后来一直把看书和教学，

当作人生的两件乐事。

在父亲外出工作的年月，他好像总是

来去匆匆。我多是在早饭前和晚饭后见到

他。在他赴印缅抗日、到重庆任职、飞往

东北去接收大连时，更是多年或长时间离

家在外。我做家庭作业遇到困难时，往往

只能去问母亲。只有住在温泉镇那段很短

的时间，我和妹妹能天天与父母亲生活在

一起，那是我童年时期一段很温馨、很珍

贵的回忆。

（三） 

父亲在缉私总队任职期间，我进了孙

将军在都匀创办的诚正小学。学校与缉私

总队机关共用一座大庙。孙、齐两位将军

和夫人，就住在大庙南侧一座大祠堂内。

父亲的办公地点（政训处）离我们上课的

教室也不远。

师范大学毕业的王景佑校长，也是缉

私总队的军官。他对教育工作十分热心，

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也是我终生难忘

的一位恩师。记得有一次放学回家，我

两手放在裤兜里，懒散地低头徐行。不巧

被下班的王校长看见。王校长严肃地告诫

我，应从小注意走路的仪态。作为官兵子

弟学校的学生，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应

该挺胸、收腹、目视正前方，用端正有力

的步伐走路。从那以后，我就改掉了把手

放在裤兜里走路的习惯，也一直注意站姿

和步态。

抗战期间贵州生活比较艰苦。小学课

本用的都是未经漂白的纸张。练习本则用

当地出产的毛边纸。但学校老师（大多为

军官的妻子）教学工作热情很高。我记得

有位老师说过：人类社会大多要经历三个

时代——敬畏大自然的神权时代，相信圣

贤和帝王的皇权时代，由国民选举官吏的

民权时代。后来这位老师又说：日本侵略

者自称大日本帝国，还处在皇权时代。我

们中华民国比日本帝国进步，所以我们抗

战必胜。这样一些精辟生动、简洁明快、

带有战斗动员色彩的讲述，长久地留在我

的记忆里。那位老师也是缉私总队的眷

属，她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讲述，现

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很有新意。1940—1942

年间，父亲也多次到学校来讲过抗战形势

和欧亚动态等内容。

诚正小学对学生的教育，也体现了孙

立人将军一贯坚持的教育理念——礼、

健、智、诚。礼是指言行守规矩、能够敬

业乐群，要求学生忠于国家、尊敬长辈。

健是重视对学生进行体育训练，使学生具

有强健的体格。诚正小学的体育课上得很

认真。老师经常带我们爬山和远足，使我

们的学校生活生动活泼，同时也陶冶了我

们的性情，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智是鼓励

学生爱惜光阴，勤奋求学，增长为社会和

国家效力的才智和本领。诚是指不弄虚作

假，例如考试时不偷看、不抄袭。诚实本

是为人处世的基本要求，也是孙将军特别

看重的优秀品质。因为孙将军坚信：离开

了诚实，个人会成为害群之马，社会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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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无宁日，人类也不能和谐共处。

诚正小学与缉私总队部分官兵共用一

个操场。士兵们每天在那里列队出操、练

单双杠、跳木马、练刺杀。教官们尖利的

口令声此起彼伏，士兵们则个个汗流满

面。孙将军与齐将军也常来察看士兵操

练，有时还做示范动作或简短训话。士兵

们威武雄壮的英姿，整齐有力的步伐，既

使旁观的小学生们惊羡不已，又是小学生

们最喜欢模仿的动作。所以，立正、稍

息、挺胸、收腹、高声报数那一套，我们

当时也能做得有模有样。

由于诚正小学不收学费，许多都匀当

地的儿童也进了这所官兵子弟学校。虽然

大庙门口布置了站岗警戒的哨兵，晚上经

过庙门外的仓后街，还必须朗声回答口

令，但在白天，当地学童却能无拘无束进

出大庙，并在缉私总队的机关大院上学。

当时缉私总队下辖6个团，具有一个军的

规模。它的机关重地显然并非等闲场所。

这种情况，十分生动地反映出孙将军重视

教育、热心办学的进步思想，和他关心、

爱护、亲近、优待当地学童和民众的爱国

情怀。

（四） 

我家刚到都匀时，住在都匀天主堂前

一条小街上。胜因妹下面的一个小弟弟，

因为医疗条件较差，才几个月就病死在那

里。贵州都匀冬春阴冷多雨，那年许多

人都患感冒，小弟弟的感冒转成了肺炎。

我记得小弟病危那两天，我的母亲（萧碧

澄）多次抬头仰望东山和天空，似乎希望

得到上苍的保佑。父亲下班回家时，浑身

烧得滚烫的小弟弟已经停止了呼吸。一个

平头圆脸、很惹人喜爱的小生命就这样夭

折了。那真是艰苦战争年代的无奈和悲

哀！后来，缉私总队军需处长张明信的小

女儿，也因缺医少药在都匀病死。

第二年，我家搬进天主堂后面一所平

房。它有多间卧室，只是下大雨时漏得厉

害。平房位于山坡上，可以望到很远的地

方。1940—1942年间，我在家里见过孙伯

母、齐伯母、张明信处长和唐守治、程思

泉、陈湘南（具体职务记不清了）等多位

抗日前辈，也很喜欢听他们与父母谈话。

我家在那里住了四年，三妹长生和四妹寄

华，都出生在那里。距离平房不远处，还

有一所抗战时期的炮兵学校，据说郝柏村

先生也曾到那里进修炮兵技术。

在云南安宁温泉镇闲居期间，父亲喜

欢埋头看书。来到都匀以后，我发现父亲

喜欢游泳。因白天往往有事，他喜欢在下

班或晚饭后去剑江游泳。天黑后江水闪着

点点星光，稍远处就是一片漆黑。望着他

跳下水去消失在黑暗中，我总感到非常害

怕。只有听到父亲在江心叫我的名字时，

我紧张的情绪才会松弛下来。所幸秋去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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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游泳季节结束。后来孙将军所部官

兵，改编为新38师，编入中国远征军赴印

缅抗日。在那以后，父亲就再没有机会去

剑江游泳。

父亲在缉私总队任职期间，生活中多

了一项特殊内容——自己补袜底和钉纽

扣，那时穿的棉纱袜底很不结实。都匀阴

雨天多，弄湿的袜底破得更快。父亲总是

把洗过的破袜子套在脚掌形木板上，再用

细洋布补好。为使军服上的纽扣牢固些，

他就在衣襟里面垫上一小块布，再缝牢松

动的扣子。他说军人会一点针线活很有好

处——平时有利于军容整洁，战时有利于

克服困难。凡是想要士兵会做的事，军官

就应该先会做。几年以后他由印缅战场胜

利回国时，还给我带回一个美国士兵用的

小针线包。与新一军在缅甸缴获的日军18

师团的印章相比，与他们缴获的许多日本

军旗（上书“武运长久”）相比，这个来

自盟军的小针线包真是微不足道，但它至

少可以说明：美军也希望士兵们会一点缝

补技术。受到战时生活的启示，那个针线

包我用了六十多年。由于有了尼龙袜，我

不必再补袜底，但我学会了缝补和修改衣

裤，使其更加耐穿，也更为合体。

（五） 

在都匀生活期间，我正处在非常好奇

的年龄，父亲也借机给我讲过一些自然知

识。有一天母亲讲起灰姑娘Cinderella的

故事，父亲却说：其实我们都和灰姑娘差

不多，因为人类世世代代生活在灰尘的海

洋中。他说人类和其他生物，其实都不能

完全离开灰尘，因为灰尘作为“凝核”，

是形成云、雾、雨、雪必不可少的因素。

也是因为灰尘对阳光的反射作用，背向阳

光的房间里才会有光。如果没有灰尘对阳

光的散射作用，人们互相对视时，看到的

相貌会十分丑恶——迎光部位非常明亮，

背光部位一片漆黑。他还用都匀点的菜油

灯做教具，为我演示过日食和月食的成

因，以地球自转轴和黄道平面斜交为由，

给我解释过四季变化的道理。这些情况使

我后来一直觉得，孙将军齐将军和父亲他

们那一代人，在清华和国外所受的教育，

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非常扎实。

（六）

1941年12月，日寇偷袭珍珠港得手，

同时急派重兵南下，很快侵占了香港、新

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与缅甸南

部，企图切断滇缅公路，进一步孤立中

国。甚至企图西进印度，与德寇在西亚会

师。1942年春，孙将军在贵州都匀训练的

部队，改编为新38师，编入中国远征军开

赴缅甸阻击日军。父亲随远征军赴印缅抗

日，母亲带着我和四个妹妹，随新38师留

守处继续留驻都匀。                         

我们再次见到父亲时，已经是三年后

的1945年春。那时我家已随新38师留守处

移驻贵州省西北部的鸭溪镇，并在那里住

了半年。此前，以新38师为主力的中国驻

印远征军，已经在缅北战场扭转战局，转

守为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美联军

已光复缅北重镇密支那，正在向缅甸东南

胜利进军，父亲也已由密支那调往重庆工

作，他是由重庆回来看望重病的母亲。

或因住处潮湿阴冷，或因鼠类传染疾

病，这年春天我的母亲生了一场症状险恶

的大病。在那缺医少药的地方，我和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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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险些成为孤儿。等母亲身体稍微恢

复，父亲就在遵义老城区找了一个比较干

爽的住处，带我们搭乘遵义酒精厂的卡车

搬到那里。那时军委会外事局工作很忙，

没过两天父亲又离家返回重庆。

1945年8月中旬，我们终于在遵义听

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那几日，遵义

城里锣鼓喧天，街上鞭炮声接连不断。邻

居见面时互相道喜，人人脸上都喜气洋

洋。还在县体育场开大会、演京戏、放烟

火热烈庆祝。8月底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们

来到重庆，那里是抗日战争后期中国的

“陪都”，父亲任职的军委会外事局也在

市区。当时重庆街头还有许多庆祝胜利的

松树牌楼和彩旗标语，使骄阳照耀下的山

城洋溢着抗战胜利后特有的节日气氛。

1945年秋到1946年春，我家住在重庆

上清寺聚兴新村，我进了附近的明德小

学。明德小学为高小学生开英语课，我们

当时用的是《综合英语课本》。聚兴新村

与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隔街相望，是政府

征用（或租用）的住房。可能因为程潜先

生住在新村北面，新村进口处有一个宪兵

站岗。当时父亲早出晚归，和同事们在外

事局忙于办理移交工作。我看见他们将经

过分类的文件，装进不同的牛皮纸袋，然

后将写了说明文字的白纸，贴在浅棕色的

牛皮纸袋上。

不久国民政府任命父亲为接收委员，

命他随沈怡（留德工程博士，有名的水利

专家）飞往东北接收大连市。因为苏联红

军已经进驻大连，接收工作未果。1946年

沈怡出任南京市长，父亲则离开国民政府

系统，去河北唐山开滦矿务局，担任开滦

煤矿矿警总所所长。

1946年初春，我还在重庆上清寺见到

过一次示威游行。游行的学生由西向东，

经过上清寺向两路口方向前进。他们喊的

主要口号是：东北是中国的生命线，打倒

赤色帝国主义。大约11年以后，1957年在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和学生鸣放期间，我

才比较明确地知道：是因为苏联红军在我

国东北，掠夺机器，奸污妇女，并杀害张

莘夫等人，引起重庆和一些城市的学生游

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学生游行。

（七）

因为上清寺聚兴新村希望我家能早日

腾房，我家在1946年春，由上清寺聚兴新

村搬到重庆红岩村10号。那是陆谦受先生

抗战期间自建的住宅。陆是父亲在欧美同

学会中的好友，早年留学英国，曾任中国

建筑师学会副会长。当时陆家已随金城

银行复员东迁，所以红岩村10号的住房空

了出来。这房建在山坡上，坐南朝北俯视

嘉陵江，其空间设计独具匠心，外观也新

颖别致。曾有几个学建筑的大学生，请求

进来看一下内部结构，他们的好奇心，也

使我对住宅建筑发生了兴趣。搬家后我由

1948 年潘白坚学长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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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小学转入红岩小学。它位于红岩村西

南，是抗战时期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旧

址。红岩小学的老师思想左倾，他们的教

学言谈中，常有抨击国民政府和美国政府

的内容。他们的思想影响，使我后来在

1949年冬，就加入了中苏友好协会和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我就读的宏达中学

政治课教师，也称赞我思想进步。若就我

当时对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社会主

义真诚朴素的信仰而言，这位老师对我的

评语，确实反映了我青年时代虔诚和笃信

的思想特点。

1946年12月18日，母亲带领我们由重

庆飞往北平。我们坐的民航班机很像军用

运输机——只有左右两排背靠舷窗的金属

座位。它早上由重庆珊瑚坝机场起飞，中

午在武汉机场稍事休息，下午三点抵达北

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以前，正好由永

定门、前门、故宫、景山、鼓楼和钟楼东

侧飞过，使我得以由左舷窗口，饱览了古

城北平中轴线上的壮丽景色，也使我后来

对古典建筑艺术更加着迷。

机舱门一打开，我就看见父亲站在跑

道边迎接我们。那天北平气温在零下十多

度，父亲却冒着刺骨的寒风，在那里等了

很长时间。我们在北平西交民巷的中国

旅行社住了一晚，第二天就从前门火车站

乘车去唐山。那两年我家住在唐山开滦矿

区西山路12号，我上过开滦小学和丰滦中

学。那是每天都能见到父母、时常聆听双

亲教诲，对我来说是十分稀缺和珍贵的和

平、温馨的岁月。那时我们常听父亲说起

煤矿的重要性。他说发电、炼钢、运输、

化工、取暖、做饭都需要煤炭。他说自己

过去一直在政府和军队里做事，心中也曾

很羡慕那些投身实业救国的清华和留美同

学。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有机会来煤矿

工作，也算是很难得的机遇。在开滦煤矿

工作期间，父亲还担任过劳工处长和煤矿

主管，直到50年代之初。

1949年秋新中国定都北京时，母亲9

月间在唐山开滦煤矿医院生了小妹协光。

我和长生妹为在北京上学，先期住到北京

旧刑部街37号杨承祚（留美经济学博士，

父亲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教授家里，

有幸与同学一起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开国

庆典。父亲则在北京西城区嘉祥里10号买

了住房，那是一个房里铺了花砖的小四合

院。1949年冬季和1950年新春，我家就是

在粉刷一新、张灯结彩的嘉祥里10号欢度

的。

1949年12月31日，杨伯母（袁绍英）

派长子杨天保来我家，邀请父母亲晚饭后

去杨家共度大年夜。母亲因为要给9月生

的小妹协光喂奶，父亲就带我去了杨家。

杨家客厅里也用彩色蜡光纸、灯具和缎带

装饰得喜气洋洋。留声机正放出轻柔明快

的乐曲，烘托出温暖的节日气氛。因为中

央人民政府用报纸、广播郑重宣告：要以

人民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为施政方

针，全国人民都对国家前途感到十分乐

观。对于不久以后将要发生的情况，我们

当时没有一点不祥的预感。实业界著名的

爱国人士、父母亲生前十分敬佩的卢作孚

先生，1952年初在重庆家中自杀身亡，我

们听说时也感到非常突然。

若就父母亲在这以后的命运而言，父

亲离开沈怡先生去河北唐山工作，恐怕是

一个很不幸的选择。1950年4月，他在唐

山开滦矿务局住处被捕，1951年4月在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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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清华”老爸胡玉和二三事

○胡志康

我有一位“清华”老爸。在上小学

时，同学们都羡慕我有一位清华大学毕业

的爸爸。上个世纪50年代鞍山市在清华大

学读过书的人很少，留过洋的清华人就更

罕见了。

一个正能量的老爸

老爸一生中的命运拐点都有“清华”

的痕迹。爸爸1945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

助教时，考取“租借法案”赴美工厂实习

才离开清华大学。赴美期间认识同去的同

学顾克铮先生，他是妈妈的表弟。经顾克

山被处死刑。抗日战争期间他用过的佩

剑，也被当作反革命罪证在唐山公开展

览，还说那是蒋介石赠送的中正剑。我的

母亲本来是抗日将领的妻子，也长期背负

反革命亲属的侮辱。为了哺育众多年幼的

儿女，母亲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地继续

生活了26年，于1976年8月在四川宜宾去

世。   

往事如烟，往事又并不如烟。许多童

年时期经历的事，回想起来仿佛近在眼

前！我是多么想念久已远去的亲人啊！

（原载《印缅滇抗战暨日本投降纪实》，

王伯惠、刘伟华编著，时代文献出版社，

2015年6月）

铮表舅介绍爸爸和妈妈相识，1948年由吴

有训教授为证婚人，爸爸和妈妈在上海结

婚。上海解放后，鞍钢的曹荫之先生（清

华1947级）去上海招聘工程技术人员,爸

爸为支援鞍钢接受曹叔叔的聘请。1950年

3月带着已有几个月身孕的妈妈来到东北

鞍山。由于长途搬迁的劳累，当年4月14

日我和妹妹早早（早产）来到人间。当时

正值抗美援朝第一年，美机经常空袭鞍

山，鞍钢把职工家属疏散到农村。爸爸也

把妈妈和我们双胞胎兄妹送到农村，而他

回到鞍钢中心实验室，参加鞍钢恢复生产

的工作。

爸爸给我们兄妹起名叫胡志康、胡

志敏。取意英文communism的发音谐音康

敏。那时他就认定建设新中国要跟共产党

走的思想。由于1940年爸爸清华大学毕业

后到昆明二十二兵工厂工作时集体加入国

民党，所以“文革”中在西南钢铁研究院

（攀枝花钢铁研究院前身）被打成“资产

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特嫌”等，还在

批斗中将左耳打坏致残。当时与家里断绝胡玉和学长父子参加清华校庆留影


